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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创业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质量的提升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提高城市创业质量，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城市发展的关键路径[1]。根据《中

国创业青年发展报告（2022）》，2013—2021年中国创业企业数量增长了 261.6%。然而并非所有创业企业对

经济发展的贡献都是均等的。那些具有高速成长潜力和强烈创新能力的创业企业，例如独角兽企业和瞪羚

企业，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贡献尤为显著。因此，深入研究影响创业质量的因素，并探究如何提升创业质量，

对于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

目前，学术界已经对创业质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探讨。有学者采用单一指标，如新建企业数量[3]、市

场参与创业人数来衡量创业质量[1]。这种方法虽然直观，但难以全面捕捉创业质量的多维度特征。进一步，

有研究采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龙信数据联合推出的“朗润-龙信创新创业指数”以及独角兽企业和

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对创业质量作出测量[4~5]。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测量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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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业质量是评估城市经济活力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深入探究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对于推动城市实现高创

业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组态视角，结合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使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法

（QCA），探讨不同营商环境要素组合对创业质量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是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

件，但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在驱动城市创业质量方面存在巨大潜力；（2）存在 4条驱动城市高创业质量的路径，3条呈现出

政府与市场的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生关系，1条呈现出部分互利型关系；（3）存在 6条驱动城市非高创业质量的路径，均呈

现出市场的“掠夺之手”，此时，无论政务环境如何，都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4）在时间维度，4 个组态整体一致性呈现出

稳健性；在空间维度，组态 S4一致性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研究为各地政府优化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质量，推动城市

经济活力持续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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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在探讨创业质量的驱动因素和实现途径时，通常关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内部因素，即创业者及其团队

的能力和特质；二是外部因素，即影响创业过程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心理资本角度来说[6]，创业者、创业团

队的机会识别能力会影响创业质量[7]，创业企业自身如何降低企业成本、提升创业成功率关系到创业质量水

平；而“环境”学派更加聚焦于外部环境，如研究单一要素数字普惠金融[8]、人工智能对创业质量的影响[9]。但

这些研究对于外部环境如何综合作用于创业质量的内在逻辑仍缺乏深入理解。已有部分学者基于组态视

角，探讨营商环境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10~12]、创业[5，13~15]、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16~17]。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但普遍采用静态分析框架，未能充分捕捉创业质量演变过程的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异质性。一方

面，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创业活动并非孤立于时间背景之外，而是随着经济周期、政策导向、技术革新等时

间维度因素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动态调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由于社会文化、经济

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空间因素的差异，所表现出的营商环境要素组合的区域性差异。

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与动态定性

比较分析法（QCA），以 48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案例，研究营商环境多重因素并发对创业质量的影响。同

时，从“因果非对称性”角度讨论了非高创业质量的驱动路径。本文还进一步捕捉了营商环境要素随时间的

动态变化及其对创业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地区营商环境要素组合的空间差异，揭示了区域间创业质

量差异的深层原因，为推动各城市实现高创业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

Spilling于 1996年首次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18]，但目前学术界对其内涵尚未达成共识[19]。主要存在两

种不同的观点：一类以 Mason 和 Brown （201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创业主体与外部环境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网络[20]；而以 Isenberg（2011）为代表的另一类学者认为，创业生态系统主要指创业企

业的外部环境，这一观点突出了环境因素在创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21]。鉴于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创业质量的

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因此选择采纳 Isenberg（2011）的观点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框架将市

场、资本、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多层面因素整合在一起，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在此框架下，创业活

动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同演化，共同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持续优化，

并激发了创业行为的产生。技术进步、规范秩序的建立以及法律监管制度的完善构成了这一系统中的三种

核心力量[22~24]。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推动组织的成长与发展。营商环境，作为这三种核心力量的综合体现，

涵盖了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所需的资源条件和环境状况，包括资金支持、人才供给、技术创新和政务环

境等关键要素。一个成熟且有利的营商环境能够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孕育新的创新活动，为创业企业提供成

长的土壤，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和创新活力的持续释放。

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而高效的创业生态系统，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

影响创业质量。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透明度和响应速度，优化政务环境能够显著提升公共服务效

能。这些服务不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吸引了高素质人才，为创新环境的培育提供了肥沃土壤。人

才的集聚和创新环境的成熟，又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了新技术和新业务模式的诞生[23]。金融

服务在这个系统中发挥着资金血液的作用，与政务环境和人力资源紧密相连，为创新项目提供了必要的资

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不仅降低了创业的门槛，还加速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进程。同时，健全的法治环境

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保障了知识产权，降低了经营风险，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市

场环境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不断进步的动力。企业在这种环境中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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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竞争力[24]。这种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正是创业质量提升的关键。这些

要素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了创业质量的整体提升，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场环境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成长和发展的资源平台，创业企业在市场上了解目标受众、竞争对手和市

场需求，从而找到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机会，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务环境是衡量政府

在履行职责时所提供的服务、政策、法治等各方面环境的综合性指标，反映了政府在执行职责时的效能，包

括服务的效率、政策的合理性以及法治的公正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利于创业企业运营和发展的

环境，影响着创业企业的存活和增长。因此，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能更好地推动创新创业资源

的有效配置。营商环境的承载力和此生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24]，是创业企业创建的决定因素。政府和市场

的生态关系存在非对称性，而在共栖、共生和主导三种基础生态关系上进一步划分的 11类生态关系[24]，更为

准确地描述了复杂动态环境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生态特征。本文基于此生态逻辑，探讨政府与市场如何通

过各自的角色及其动态互动，如何结合其他营商环境要素，共同影响并塑造城市创业质量。

（二）研究框架

1. 政务环境与创业质量

政府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负责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规划、协调资源、提供服务以及

实施监管[23]，直接影响创业活动[25]。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意味着地方行政审批制度的持续优化，这将进一步消

除行政障碍，降低创新企业的进入门槛。简化专利申请和转化等审批流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创新过程

中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创新带来的收益，并增强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随着全国范围内“放管

服”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务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政府服务的品质和效率。这减少了政府在投资上的非理

性行为和无效干预，进一步优化了地区的知识产出效率，从而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一个良好的

“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与企业关系趋于清白，行贿受贿、政府寻租等腐败行为就会减少[26]，故清廉化、规

范化的政府建设有利于促进创业意愿，提高创业质量。

2. 人力资源与创业质量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一种投入要素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能为创业提供智力支持，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27]。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力成本的持续攀升，粗放型的人力资源模式不再适用，

这促使创业企业倾向于追逐高素质人才[28]。这些人才通过两种主要途径为创业企业带来知识融合：一是直

接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企业层面的管理决策；二是通过员工间的交流与合作，将知识转化为企业员工共有的

财富。这种知识融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决策质量，还增强了知识的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了创业企业的长久

发展[29]。同时，良好的人才环境有助于缩减由知识等稀缺性资源在存量和分配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差距，提升

创业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提高创业质量[1]。

3. 金融服务与创业质量

创业者通常需要融资来支持创业项目的启动和发展[23]，金融服务机构通过提供贷款、风险投资、天使投

资等多种融资服务，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些服务对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不仅缓解了企业的

融资风险，还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风险管理工具，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应对资金短缺的问题。此外，

金融服务通过市场分析和财务咨询，促进了创业机会的识别，帮助创业者发现并评估潜在的商业机会。数

字金融，作为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利用科技手段和智能化设备，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扩大了服务的

覆盖范围。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覆盖了企业从创立到成长的各个阶段，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全面的金融支

持。这种深度和广度的金融服务不仅提高了创业的存活率和成功率，还促进了创业质量的提升。

4. 公共服务与创业质量

公共服务的提供对于创业活动开展具有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创业

陈 江，李惦惦：营商环境如何驱动城市创业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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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包括交通网络、通信系统、能源供应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成

本控制，从而提高创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便捷和多样化的服务，不仅提升了创

新投资的持久性、推动了技术革新的进程，还吸引了创新型人才。这些举措共同激发了创新与创业活力，有

助于提高创业企业存活率，推动城市提升创业质量[27]。

5. 市场环境与创业质量

市场作为企业创新的另一重要参与者，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一个有利的市场环境可能会提供

更多的创业机会、激发更多的创业需求、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资源支持等。一个区域的市场环境越是开

放和包容，其市场化水平和深度越高，新创企业就越容易获得资本和人才等关键资源[30]，这对企业绩效的增

长具有积极影响。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能够减少新创企业在获取信息方面的障碍和成本，为创业者提供有

价值的资源、透明的信息和丰富的创业机会。此外，良好的市场环境还有助于新创企业预见进入市场可能

遇到的问题，并评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优方案的可行性，从而提升新创企业的创业质量。市场环境的健全

与否对初创企业的生存具有决定性作用，公正的市场体系通过消除市场偏见，为所有创业者确保了均衡的

发展机遇，能推动“大众创业”，有利于提高创业数量、质量。

6. 创新环境与创业质量

创业活动也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能够为创业者提供丰富的知识和

技术资源，这些资源是新企业创新能力构建的基础[31]。其次，创新环境中的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

之间的紧密合作，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和扩散，加速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进程。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助于促进

企业整合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上争夺并开拓生态位[22]，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良好匹配与协调，有

利于提高创业活动的效率和质量。

7. 法治环境与创业质量

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在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法治框架来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各类主体的活

动，进而有效调整各类主体的利益关系[25]。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清晰的规则和预期，从而

降低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稳定、公平、透明的法律框架能够为企业提供

知识产权和合同权益的保护，公正的司法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有效引导企业的创业活动，进而促进创

业质量的提高[32]。

总的来说，营商环境作为一个多维度、相互关联的系统，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是推动

城市创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每个营商环境要素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是

推动创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创业质量驱动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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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NCA与动态QCA结合

本文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
tive Analysis ，QCA）结合的方法，探究营商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响城市创业质量。

QCA方法能够揭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不同因素组合能共同促成结果，形成多样的前因

组合[33]。虽然QCA在识别结果的必要条件方面很有优势，但在量化这些条件的必要性程度上还有所不足，

尤其是在处理模糊集合数据时，通常只能区分“有”或“无”，缺乏对隶属度的细致分析[34]。NCA作为新兴的分

析工具，突破了这些局限。它不仅能鉴定特定条件对结果的必要性，还能评估这些条件的影响力，深入探讨

必要和充分因果关系。结合NCA与QCA使用，可以相辅相成，为分析提供更全面的视角[33]。传统的QCA方

法多用于截面数据，对于动态因果关系的解释力有限。动态QCA通过考虑时间因素对因果关系的影响，能

够有效探索营商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创业质量。

因此，本文采用了动态QCA方法，参考 Guedes等（2016）的做法[35]，利用R语言探索时间效应下的组态关

系。研究从汇总、组间和组内三个维度分析数据，并结合一致性调整距离来观察前因条件变量间的相互作

用及其随时间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前因变量城市营商环境数据来源于《2022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涵盖了政务环境、人力资源、

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这 7个要素。前因变量选用 2014—2020年数据，指标

要素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中的“中国城市数据库”以及年度各城市统计年鉴。对于数据缺失

值进行手工整理搜寻，如果无法核实则采用指数平滑法进行处理得到相应数据。

结果变量城市创业质量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发布的《2017年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8—2022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和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 2023》。考虑到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影响存在滞后性，故较于前因条件变量把结

果变量滞后两年，选用 2016—2022年数据[5] 。在确定样本案例时，首先，考虑独角兽企业和在创业板上市的

公司所在城市，所选案例要能反映创业质量的地市级及以上城市，满足案例同质性要求；其次，在范围上尽

可能包含中国较多城市，尽可能地覆盖较多的省份，满足案例多样化需求；最后，结合前因变量数据的完整

可得性，剔除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5]，最终选取覆盖了20个省份、4个直辖市在内的48个城市。

（三）测量和校准

1. 数据测量

结果变量。创业板上市公司代表了那些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并取得增长的成熟创业企业。这些企

业不仅展示了市场的活力和对经济的贡献，也体现了企业有效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它们成为创业领域的

标杆，其数量也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创业市场活力 。独角兽企业，即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市场估值超

过十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这类企业通常是科技型创新创业的代表，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锋。独角兽企业

能在区域内完成资本与人力的聚集与整合，对区域科技创新具有良好的引领推动作用，能够促进特定行业

乃至整个社会的革新与进步。此外，相较于个体就业率或新企业创立数，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更能准确地反

映出创业环境的质量和活力[36]。这些指标的国际通用性使得它们成为评估地区创业环境竞争力的有效基

准，且数据通常由权威机构发布，保证了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城市的创业质量[37]。因

此，本文采用百万人拥有独角兽企业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作为衡量创业质量的指标。

前因条件变量。《2022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报告了表 1中的 7个营商环境要素，采用变异系数法来处

陈 江，李惦惦：营商环境如何驱动城市创业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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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据，结合现有研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25]。前因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指标权重和属性说明、描述性统计

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创业质量

政务环境

人力资源

金融服务

公共服务

市场环境

创新环境

法治环境

二级指标

百万人拥有独角兽企业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

政府支出（0.5）
政商关系（0.5）

人力资源储备（0.7）

劳动力成本（0.3）
从业规模（0.5）

融资服务（0.5）

天然气供应（0.25）  
水力供应（0.25）
电力供应（0.25）
医疗情况（0.25）

经济指标（0.4）

进出口（0.3）

企业机构（0.3）
创新投入（0.5）
创新产出（0.5）
社会治安（0.3）
司法服务（0.4）
司法信息公开度（0.3）

三级指标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政商关系指数

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人数（0.4）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0.3）
人口净流入（0.3）
平均工资水平

金融从业人员数

总体融资效率（0.5）
民间融资效率（0.5）
供气能力

公共供水能力

工业供电能力

医疗卫生服务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0.6）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0.4）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0.6）
当年新签项目（合同）数（0.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科学支出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万人刑事案件数量

律师事务所数量

司法信息公开度指数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性统计

均值

0.479 

37.640 

24.437 

12.097 

19.026 

24.325 

9.409 

54.500 

标准差

0.783 

12.944 

14.746 

14.878 

14.448 

12.592 

13.816 

11.143 

最大值

4.613 

91.108 

70.187 

100.000 

63.804 

66.656 

86.976 

97.655 

最小值

0.000 

1.056 

3.878 

0.000 

0.837 

3.814 

0.188 

19.309 

2. 变量校准

在现有理论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统一校准，便于后续分析汇总、组间和组内的一致性与覆

盖度。采用直接法对数据校准，运用R软件将各变量的数值转化为 0～1的隶属值，将 75%分位数、50%分位

数、25%分位数设为校准锚点[33]，分别代表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各变量校准锚点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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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校准锚点

变量名称

创业质量

政务环境

人力资源

金融服务

公共服务

市场环境

创新环境

法治环境

数据校准点

完全隶属点

0.506 
41.483 
32.855 
14.379 
26.122 
32.387 
10.001 
60.325 

交叉点

0.208 
35.345 
20.637 

7.614 
14.756 
21.836 

4.274 
56.667 

完全不隶属点

0.000 
31.013 
12.942 

3.671 
8.343 

15.508 
2.252 

50.541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1. QCA分析

利用校准后的数据，检验营商环境单个前因条件变量（包含非集）是否构成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在

动态 QCA 面板数据中，调整距离小于 0.2，且一致性大于 0.9 时，可以作为判断依据，但当调整距离大于 0.2
时，需要结合相应年份进一步探讨其必要性[38~39]。由表 3可知，所有前因变量汇总一致性均小于 0.9，初步可

判断不存在必要条件。但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变量均存在一致

性调整距离大于 0.2情况，故要进一步进行分析。由表 4可知这些因果组合情况的组间一致性均小于 0.9，未
能通过单因素必要性条件检验。

表3 单因素必要性条件分析（QCA）

前因条件变量

政务环境

～政务环境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

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

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

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

高创业质量

汇总一致性

0.649
0.464
0.628
0.484
0.640
0.476
0.661
0.461
0.701
0.413
0.695
0.420
0.646
0.461

汇总覆盖度

0.665
0.458
0.643
0.479
0.653
0.472
0.691
0.447
0.718
0.407
0.703
0.420
0.646
0.466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0.183
0.138
0.189
0.192
0.183
0.180
0.189
0.202
0.151
0.196
0.160
0.208
0.112
0.164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0.679
0.707
0.664
0.679
0.686
0.693
0.679
0.700
0.643
0.722
0.614
0.714
0.593
0.686

非高创业质量

汇总一致性

0.445
0.670
0.467
0.647
0.461
0.656
0.423
0.700
0.393
0.722
0.413
0.703
0.466
0.643

汇总覆盖度

0.451
0.654
0.473
0.633
0.465
0.643
0.437
0.672
0.398
0.705
0.413
0.695
0.461
0.642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0.144
0.135
0.375
0.212
0.324
0.176
0.289
0.119
0.273
0.122
0.330
0.167
0.205
0.128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0.664
0.514
0.779
0.557
0.772
0.550
0.779
0.529
0.772
0.529
0.764
0.507
0.722
0.550

注：“~”表示该变量不存在（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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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调整距离大于0.2的组间数据

因果组合情况

高人力资源-非高创业质量

非高人力资源-非高创业质量

高金融服务-非高创业质量

高公共服务-非高创业质量

非高公共服务-高创业质量

高市场环境-非高创业质量

高创新环境-非高创业质量

非高创新环境-高创业质量

高法治环境-非高创业质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2014
0.302
0.525
0.804
0.794
0.306
0.509
0.329
0.513
0.469
0.291
0.285
0.481
0.234
0.444
0.504
0.279
0.459
0.572

2015
0.437
0.475
0.667
0.492
0.442
0.457
0.353
0.362
0.511
0.502
0.299
0.325
0.343
0.360
0.521
0.503
0.589
0.478

2016
0.383
0.639
0.678
0.891
0.407
0.640
0.382
0.617
0.340
0.165
0.367
0.610
0.388
0.618
0.334
0.164
0.358
0.682

2017
0.444
0.632
0.652
0.86

0.455
0.625
0.397
0.557
0.316
0.194
0.410
0.562
0.430
0.584
0.335
0.213
0.408
0.622

2018
0.582
0.539
0.535
0.556
0.530
0.505
0.526
0.494
0.484
0.516
0.512
0.458
0.570
0.500
0.453
0.524
0.496
0.496

2019
0.757
0.361
0.455
0.311
0.719
0.354
0.626
0.326
0.494
0.772
0.536
0.258
0.575
0.271
0.396
0.704
0.584
0.321

2020
0.72

0.252
0.538
0.324
0.658
0.244
0.568
0.235
0.475
0.795
0.470
0.179
0.545
0.198
0.370
0.741
0.564
0.196

2. NCA分析

进一步采用 NCA 方法来进行必要条件检验，与动态 QCA 必要性分析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一般认为

NCA 方法满足必要性条件需要两个标准：一是效应量大于 0.1[40]；二是蒙特卡洛仿真置换的效应量应该显

著[41]。基于此，本文同时使用上线回归（CR）与上线包络分析（CE）两种方法来计算出各前因条件的效应量，

结果如表 5所示。总体来看，虽然有前因条件变量 P值是显著的，但各前因条件变量单因素效应值过低，不

满足创业质量单因素必要性条件。

表5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NCA）

前因条件变量

政务环境

人力资源

金融服务

公共服务

市场环境

创新环境

法治环境

方法

CE
CR
CE
CR
CE
CR
CE
CR
CE
CR
CE
CR
CE
CR

上限区域

0.000
0.000
0.003
0.003
0.000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效应量（d）
0.000
0.000
0.003
0.003
0.001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上限精确度（%）

100.00
98.80

100.00
98.50

100.00
97.00

100.00
99.10

100.00
100.00
100.00

98.50
100.00
100.00

P值

0.000***

0.000***

0.001***

0.002***

1.132
0.001***

0.285
0.272
0.007***

0.007***

0.105
0.000***

1.000
1.000

注：d<0.1表示低水平效应量；P表示效应量的统计显著性，***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6



进一步进行瓶颈水平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人力资源和金融服务首先成为创业质量发展的瓶颈因素，

瓶颈水平并不高，但随着创业质量水平的提升，各因素瓶颈效应逐渐增加。当需要达到 60%的创业质量水

平时，需要 0.3%的人力资源，0.3%的金融服务，而法治环境不存在瓶颈水平。结果均显示前因条件变量单

因素条件未能通过必要性条件分析。

此结果与QCA分析结果相互验证，即单一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创业质量的瓶颈。根据创业生态系统理

论，创业质量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下催生的，故需要进一步分析前因条件变量因素组合对创业质量的影响。

表6 NCA对单个条件瓶颈水平的分析（％）

创业质量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政务环境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11.4

人力资源

NN
NN
NN
NN
0

0.2
0.3
0.5
0.7
0.8
1

金融服务

NN
NN
NN
NN
NN
0

0.3
0.5
0.8
1

1.2

公共服务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2

市场环境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3.8

创新环境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0.1
0.5
0.9

法治环境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NN

注：选择CR方法，NN=不必要。

此外，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并未构成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这两个因素必要性虽然略有波动，但整体

呈上升趋势（如图 2所示），显示了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的巨大潜力，各城市政府应当认识到人力资源和创新

环境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培育和吸引高素质人才，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以促进

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提高创新的转化率，推动新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提高创业活动的整体质量。

图2 高人力资源、高创新环境一致性变化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要进行真值表的构建，并根据案例阈值和一致性阈值来筛选符合条件的组态、

减少真值表行数。在案例阈值的设置上，参考 Schneider 和 Wagemann（2012）[38]以及杜运周等（2020）的研

究[24]，选择 1为阈值标准。另外，在一致性阈值上，Schneider和 Wagemann（2012）提出不得低于 0.75[38]，故本

文以0.8为最低一致性水平，PRI阈值为0.7，基于此来研究前因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1. 汇总分析

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产生城市高创业质量组态有 4个；产生非高创业质量组态有 6个，下面将详

细分析各组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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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创业质量组态分析

政府与市场双元助力下金融与创新驱动型。组态 S1表明政务环境、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创

新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创业质量。组态 S1呈现出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生关系的特征。

在完全互利型共栖关系中，市场和政府在同一生态位中相互依赖，双方都直接从对方的存在和活动中获益。

在共生关系中，尽管市场和政府在不同的生态位上运作，但还是能够通过各自的角色和功能相互支持并从

中获利。在组态 S1中，政府与市场不仅相互依赖，还通过相互支持，结合其他因素共同创造了能够让双方都

受益的营商环境，有效推动了高创业质量的实现。S1显示，在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优良的情况下，通过提供

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创新环境和公共服务，能够推动高创业质量的实现。此驱动机制下的典型案例是成都

和重庆。以重庆为例，重庆深入贯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庆市发展众创空

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通过降低企业运营门槛和提高行政效率，营造了高效的政务环境。

同时，通过引导资金和政策支持，重庆激发了金融市场的活力，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融合，为创

业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重庆还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创业者创造了优质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推

动了高创业质量的实现。

政府、市场和公共服务三轮推动下的法治驱动型。组态 S2表明政务环境、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法治环

境为核心条件，创新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创业质量。组态 S2呈现出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

生关系的特征，这种生态模式下，政府和市场处于相互惠利状态。政府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制定严格的法律

法规来维护市场秩序，发挥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24]。市场受益于政府政策，受到激励更易于促进社会的创

新，市场发展状况良好，又反哺政府，极大推动政府工作实施。此驱动机制下的典型案例是北京、天津和广

州等。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政府提供的高效政务服务和线上平台，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企业的运

营成本。此外，广州在供水、供电等方面的改革，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确保了资源的稳定供应，进一步激发

了市场活力。同时，广州还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出台了《广州市法治政府建设规划（2015—2020年）》等

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政务、公共服务、市场和法治环境的

紧密协作和相互加强，广州创造了一个高效、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为高创业质量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府、市场和金融三轮驱动型。组态 S3表明政务环境、金融服务、市场环境以及非高法治环境为核心条

件，人力资源、创新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创业质量。组态 S3呈现出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

生关系的特征。S3表明在法治环境不够完善的城市，通过优化政务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完善金融服务，可

以推动城市高创业质量的产生，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无关紧要。此驱动机制下的典型案例是合

肥、武汉和长沙等，这些城市政府和市场处于互补和协调状态，且金融服务领域发展尤为显著。以武汉为

例，政府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武汉市政府发布

了《武汉市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对专精特新企业精准扶持，为这些企业提供了

必要的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还形成了

一种互补和协调的发展态势。政府的积极作为、市场的活跃反应和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撑，三者相辅相成。

即使在法治环境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武汉依然能够通过这种三轮驱动的模式，推动高创业质量的产生。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法治驱动型。组态 S4表明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市场环境以及法治环境为核心条件，

金融服务和创新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创业质量。组态 S4呈现出部分互利型共栖关系的

特征，即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能够从与政府的互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政府受益于市场的反哺，但政府作用

与否对市场没有影响。S4表明在高人力资源、高公共服务、高市场环境和高法治环境下，政务环境的优劣对

产生高创业质量没有影响。此驱动机制下的典型案例是上海、杭州和苏州等。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国际

化大都市，其完善的公共设施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多元化的人才库为创新思维和跨界合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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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壤，创新环境的优良也促进了新思想的产生和实施，为创业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由《2014年度上海

科技创新政策报告》《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2020）等可知，上海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

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形成了综合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投资服务生态体系，

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上海强大的市场活力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使得创业项目能够迅速成长和扩展。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为创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环境，

从而推动了创业质量的持续提升。

结果显示，促进城市高创业质量的驱动路径中，政府与市场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生型关系最多，说明要

重视政府与市场的互惠作用而非替代作用，使政府与市场在相应的生态位进行交流、形成合力，进一步促进

各营商环境因素的联动以助推城市高创业质量发展。

（2）非高创业质量组态分析

考虑到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为深入挖掘城市高创业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进一步分析导致非高

创业质量的组态路径。结果显示，产生非高创业质量的组态有 6个：NS1a-NS1c表明在缺乏政务环境、市场

环境和创新环境的生态下，即使有高的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或者法治环境，也不会产生高创业质

量；NS2显示在缺乏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的生态下，即使存在高人力资源和高金融服务，也不能产

生高创业质量；NS3则表明在缺乏政务环境、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的生态下，即使有高人力资源和

高金融服务，也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NS4显示在缺乏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

的生态下，即使有高政务环境，也不会产生高创业质量。市场环境的缺失均出现在了非高创业质量的 6个组

态路径中，这表明，在缺乏有效市场环境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其他有利条件，如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金融服

务、公共服务和法治环境，也无法产生高创业质量。这些组态都呈现出市场的主导作用——市场的“掠夺之

手”[24]现象，这种情况下，无论政务环境优化与否，这类城市都很难产生高创业质量。

表7 组态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变量

政务环境

人力资源

金融服务

公共服务

市场环境

创新环境

法治环境

一致性

PRI
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率

高创业质量

S1
●

●

●

●

●

0.816
0.765
0.497
0.026
0.138 
0.207 

0.819
0.550

S2
●

●
●
●

●
0.834
0.793
0.436
0.012
0.112 
0.200 

S3
●
●

●

●
●

U

0.860
0.740
0.153
0.019
0.164 
0.143 

S4

●
●

●
●
●

●
0.836
0.793
0.438
0.022
0.112 
0.186 

非高创业质量

NS1a
U

●
●

U

U

0.915
0.846
0.187
0.009
0.093 
0.264 

0.874 
0.302 

NS1b
U

●

U

U

U

U

0.912
0.817
0.147
0.009
0.112 
0.300 

NS1c
U

●

●

U

U

●

0.896
0.752
0.079
0.003
0.122 
0.257 

NS2

●

●

U

U

U

0.906
0.829
0.166
0.008
0.099 
0.293 

NS3
U

●
●
U

U

U

0.902
0.803
0.111
0012

0.135 
0.271 

NS4
●
U

U

U

U

U

0.842
0.722
0.149
0.072
0.228 
0.236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U表示核心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存在，U表示辅助条件缺席；空白表示条件可存在亦可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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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创业质量组间分析

组间计算结果可知，4个高创业质量组态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小于 0.2，不存在明显的跨时间差异，组

态结果较为稳定。整体来看，4个组态一致性水平均在 0.6以上，各组态变化趋势略有差异。由图 3可知，组

态 S3的一致性在 2017年达到最低点，随后开始逐年回升。相比之下，组态 S1、S2和 S4在 2016年之前显示出

一致性的下降趋势，但在 2016年之后，其一致性开始回升。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2016年，国务院为了引

导创业投资行业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

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并强化了对创业投资的监管。政策收紧降低了资金流动

性，使投资决策更加谨慎，从而影响了创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对创业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营商环境对创业质

量的解释力度难免下降。但由于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小于 0.2，常态下营商环境对城市创业质量起推动作

用，这一研究结论仍有较强适用性。

图3 组间一致性变化

3. 高创业质量组内分析

组内一致性计算结果表明，有 2个组态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略大于 0.2，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

对引致此差异的背后案例的一致性进行分析。由于 4个组态未能同时满足正态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故采

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由表 8可知，组态 S4所能解释的案例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而组态 S1-S3则

无差异。

表8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卡方

渐进显著性

组态S1
0.921
0.874
0.661
0.952
3.855
0.278

组态S2
0.928
0.822
0.661
0.952
4.489
0.213

组态S3
0.942

0.87
1.000
0.994
3.820
0.282

组态S4
0.947ab

0.796b

0.656a

0.898
16.239
0.001***

注： ***p<0.01，**p<0.05，*p<0.1。a和 b分别表示在组态 S4所能解释的案例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呈现出显著差异。所有比较均经过Bonferroni校正。

总体来看，地区间存在一定的组态倾向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地区划分，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和东北部地区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偏好市场主导下的组态 S4，如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城市。这些城市政府

支持力度、创新创业环境较好，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丰富机会和发展空间，且这些城市市场环境要素尤其突

出，为创业质量注入了新的活力，彰显了市场的主导作用。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资本市场的活跃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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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渠道；而杭州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不仅推动了本地创业活动，也吸引了

全球创业者的目光；苏州的制造业基础和外贸活动则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商业合作机会。

在这些城市中，市场信息的快速流通和高度开放，为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从而促进了

创业质量的显著提升。这些情况都体现了市场主导型营商环境如何驱动城市产生高创业质量。至于其他

地区，更偏好政府和市场处于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生关系的组态。这种状态下，政府通过制定支持政策和

提供资源，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发展机会，同时，市场的活力也得到充分释放，创业者可以根据

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策略，提高创业质量。以武汉为例，政府建立了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企业提供了研发

场地、技术支持和人才招聘等服务。这些资源的集中供给，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在

成都，当地政府推出了“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提供创业培训、税收减免和创业资金支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这些措施不仅降低了创业门槛，还激发了市场活力，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和创业团队。市场对政府政策的积

极响应，反过来又推动了政府进一步优化服务和政策，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种

政府与市场互利共生的营商环境为创业提供了一个既有支持又有挑战的环境，既促进了创业质量的提升，

也要求企业和政府不断适应和改进，以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

4. 稳健性分析

本文对营商环境驱动城市高创业质量的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案例阈值提升至 2，PRI一致性提高

至0.75，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结果基本一致，稳健性检验通过。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结合创业生态系统理论，采用动态QCA并结合NCA综合讨论了营商环境如何驱

动城市创业质量的发展，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单个前因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未能通过必要性分析，但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的一致性整体呈上升

趋势，时间效应明显。此结果与前人研究相呼应，强调了人力资源和创新环境在驱动城市创业质量方面存

在巨大潜力，但不同的是，本分析弥补了以往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这一局限性。

第二，从组态分析结果来看，高创业质量存在 4个组态，组态 S1-S3强调了政府与市场处于完全互利型

共栖或者共生状态下，联动公共服务、金融服务和创新环境要素能够实现高创业质量；组态 S4则强调了市场

环境的主导作用，在充沛的人力资源以及优良的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下，政务环境的优劣对产生

高创业质量没有影响。

第三，非高创业质量存在 6个组态。总的来看这 6个组态都呈现出市场主导作用，凸显了市场的“掠夺

之手”，即市场更加成熟，竞争更加激烈，创业活力不足。此时市场处于主导地位，无论政务环境如何，都不

能产生高创业质量。

第四，从组间结果来看，4个组态总体一致性在时序上具有稳健性，整体呈上升趋势。但 2016年有 3个

组态的一致性出现了集体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同年国家为了规范创业投资行为，实施了一系列收紧政策。

这些政策限制了创业企业在融资和发展上的空间，对创业质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此，营商环境对创业

质量的解释力度有所下降。但常态下营商环境推动城市高创业质量，这一研究结论仍然适用。

第五，从组内结果来看，东部地区更符合市场主导下的营商环境，较高的市场活力帮助创业者识别机

会、创新产品或服务，提高竞争力，提高创业质量；而其他地区更倾向于政府和市场处于完全互利型共栖或

共生关系的营商环境，此时，政府和市场进行交流、形成合力，促进各营商环境因素联动以助推城市高创业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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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旨在指导城市如何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以促进创业质量的提升。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统筹人力资源开发与创新环境建设。各城市应统筹规划人力资源战略，通过制定长远的人才发

展规划、实施定向人才引进政策，以及提供持续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来构建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人才队伍。

同时，加强创新环境建设，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以及推动产学研用的

深度融合，从而为人才的成长和创新活动提供肥沃的土壤。

第二，强化“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实现高创业质量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至

关重要。政府应发挥“有为”作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发展

环境。市场应发挥“有效”作用，通过竞争和创新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经济的动态发展。城市可以通过政

策引导和激励措施促进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创业质量的提升。如受组态 S1-S3驱动的城市在

优化政务环境的同时，应当构建高效、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在政府和市场双元逻辑的交织下，建设健康的

营商环境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创业质量。

第三，坚持尊重市场主体地位，激发市场活力。各城市应通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及

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同时，通过财税激励、金融支持和市场监管改

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如受组态 S4所驱动的东部地区城

市，在人力资源充足、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应当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充分激发释放市场活力，带动创业、

就业，推动城市提高创业质量。

第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创业质量。各城市需要综合施策，统筹优化政务环境、人力资源、金

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精准定位本地发展的差距和短板，制定和实施针

对性的改进措施，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系统性改革，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进而提升城市的创业

质量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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